数字经济背景下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路径研究
——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的理论框架
[bookmark: _Hlk77358111]李煜华，向子威，廖承军[footnoteRef:1] [1: 收稿日期：年-月-日，修回日期：年-月-日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面上项目“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先进制造业价值链跃迁机理、实现路径与保障策略研究”（19BJY099）。] 

(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235 )

[bookmark: _Hlk77358255]摘要：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理论框架，构建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模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收集汇总的27份先进制造企业数据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主要有四条，分别是技术－组织主导型、技术－组织－环境协同主导型、技术－组织主导环境协同型以及组织－环境主导型。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路径之间的异同，发现组态路径之间存在重叠路径并且某些要素之间存在潜在替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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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figuration path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 based on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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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Build a model of driving factor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aking 27 of China’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s cases, and using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analysis the data.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are four main configuration path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which are technology-organization-oriented,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al collaboration-oriented, technology-organization-oriented environment collaboration, and organization-environment-oriented. On this basi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ths a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overlapping paths between the configured paths and potential substitution effects between certain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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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日新月异，以数据资源为重要生产要素、以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的数字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1]。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之下，中国政府对数字经济给予了高度重视。国家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推动“制造强国”、“数字中国”建设[2]。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业作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主战场，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主攻方向和关键突破口。尤其是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大力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意图进一步扩大与发展中国家差距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将承受愈来愈大的压力。如何依靠数字技术实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智能制造”、完善“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发展模式、实施“三大任务、一大平台”国家战略的重要课题。因此，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既是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拉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探索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规律，亦成为学界重点研究的理论问题。
先进制造业是指应用创新技术、工艺、材料等生产要素，并能充分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制造业总称[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国际经济大循环动能日益减弱的背景下，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基本支撑，也是满足中国巨大内需市场需求的迫切需要。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下，我国先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强烈，但由于企业中普遍存在资源刚性、路径依赖、创新倦怠等问题，导致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难以短时间内有机融合到先进制造企业中，最终造成数字技术引领制造业高质量转型升级的作用不明显。而且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员工数量等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通过单一路径研究得出的对策也不能很好地指导我国先进制造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因此，本文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视为制造业应用数字技术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制造业与数字技术实现有机融合的过程。基于此，本文结合适用于研究新兴技术转移的“技术—组织—环境”（Technology-Organization- Environment）TOE理论框架，以中国27所先进制造企业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QCA），探讨数字技术跃迁、管理模式变革等前置要素推动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路径，进一步探究不同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之间的异同，尝试打开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黑箱”。结合实证分析结果针对性提出推动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管理启示，促进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关键少数”——先进制造业，在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率先实现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头雁效应”，激发“雁群活力”，为其他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指导，确保我国制造业高质量转型升级的完成。
1 文献综述与模型构建
[bookmark: _Hlk77359361]1.1 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者们研究发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不仅受到数字化转型意识（李君等[4]）、技术跃迁（孟凡生等[5]；Christensen等[14]；张璐阳等[15]；欧春尧等[16]）、设施建设（罗序斌等[6]；沈运红等[18]）、管理变革（Maiga等[7]；吕文晶等[8]；严子淳等[19]；刘意等[20]）等企业内部因素以及政策推动（Reischaue[9]）、企业合作关系（马艳艳等）[10]、政府引导（周源[11]）等企业外部因素影响，还受到其他环境因素影响（Luo等[12]；Tang[13]）。
在中国情境下，先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需要结合企业自身特点、整合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国内外众多学者从技术层面、组织层面、环境层面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做了大量的探究，其丰硕研究成果对进一步探讨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然而，从技术、组织等单一层面出发，只能考虑到单一影响因素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净效应，难以体现不同维度的因素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综合影响，不能系统解释不同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复杂多因素联合机制[2]。先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各个驱动因素是否为必要条件？单个因素与各因素间联动匹配效果有何差异？以及驱动路径有何异同？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之间存在何种联系与差异、不同影响因素在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是否具有某种组合作用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1.2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模型构建
本文整合TOE理论框架以及现有研究，结合中国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情境，在综合考虑研究样本、研究方法、研究可行性等各方面因素的前提下，从技术、组织、环境三方面敲定驱动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条件变量。
1. 技术维度的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数字技术跃迁、数字设施搭建这两个方面，它们是推动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力量。在文本研究范畴内，数字技术跃迁是指先进制造企业依靠数字化技术，通过转换技术轨道、提供新的功能属性来满足用户期望或改变市场标准；数字设施搭建是指先进制造企业为了实现数字化技术与自身的有机融合，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互联网配套设施建设提升自身数字化硬件水平。以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具有颠覆性潜力，能够通过转换技术轨道、提供新的功能属性来帮助先进制造企业满足用户期望或改变市场标准[15]，实现技术跃迁以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16]。因而，作为企业增强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数字技术跃迁是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保障[17]。此外，已有研究证明了数字设施建设会显著促进工业数字化，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18]。因此，数字技术跃迁和数字设施搭建是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开展的重要前提。
2. 组织维度的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管理模式变革、生产流程改进这两个方面，它们是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开展的重要空间。在本文研究范畴内，管理模式变革是指先进制造业依靠ERP、MES等智能执行系统，通过消除“数字孤岛”、培养员工素质来促进智能制造的实现；生产流程改进指的是先进制造企业依靠智能加工设备、智能执行系统等先进生产要素实现车间生产数据透明化，结合反馈的数字信息改进自身生产流程。以ERP为典型代表的数字化管理信息系统被认为是企业内部开展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之一[19]，数字化技术也会推动先进制造业以产品、工艺为切入点对生产流程进行改进，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20,7]。因此，管理模式变革和生产流程改进能够有效促进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内部优势的形成。
3. 环境维度的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行业发展水平、企业竞争压力这两个方面，它们是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速的重要机遇。在本文研究范畴内，行业发展水平指的是先进制造企业所处行业的运行水平、发展水平以及产业集群建设水平；企业竞争压力是指区域绩效考核、企业效益评价、企业间市场拼抢等行为给先进制造企业带来的压力。制造行业发展水平是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和重要载体，制造行业发展基础好的区域能够依靠产业优势，承载区域内的行业数字化快速发展[21]。面对绩效考核区域政府必须做出应对，因此地理位置临近的同级政府间竞争势必会影响本地政府注意力和行为[22]；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支柱，因而，各地区政府面临邻近地区制造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的竞争压力时，会激发当地政府以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为手段推动工业数字化发展的热情[2]，地区间的竞争压力通过政府传递到各地区先进制造企业，影响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因此，行业发展水平和企业竞争压力对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优势的发挥有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的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模型如图1所示。技术维度
数字技术跃迁
数字设施构建
环境维度
企业竞争压力
行业发展水平
组织维度
管理模式变革
生产流程改进
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优势

组态
·所属技术领域的创新水平
·所属组织领域的价值地位
·所属环境领域的外部影响

图1 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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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研究方法及其合理性论证
定性比较分析是一种以集合论和布尔逻辑运算法则为基础、重点解决组态视角研究问题的分析方法，常用来揭示现实中的复杂因果关系[23]。本文采用fsQCA方法展开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原因：首先，fsQCA方法兼具定性与定量优势，能从整体视角对多个案例进行分析，非常适合中小样本的研究[24]；其次，与结构方程、计量模型等传统研究方法相比，fsQCA方法能够找出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组态路径，更适合研究复杂过程中多要素之间的系统效应；最后，TOE框架常被用于研究新兴技术应用扩散[2,27]，并和fsQCA方法有着良好的相性，非常适合本研究。因此，采用fsQCA方法结合TOE框架探讨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
2.2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先进制造企业作为数字化转型研究样本的原因在于：一是先进制造企业作为数字化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主战场”，有显著区别于传统价格竞争的以数字经济为主线的商业模式——先进制造业为实现智能制造，会积极寻求数字化核心技术、智能化管理系统和共创型商业模式的快速迭代。因此，先进制造企业是研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理想对象；二是与传统制造企业相比，先进制造企业融合了更多的高新技术成果、应用了更多的现代管理经验，为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以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为依托实现价值共创的可能，为企业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数字经济技术的对接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根据QCA模型规范的相关研究[25]，当模型的前因条件为六个时，样本数量大于25个即可区分随机数据与真实数据，以保证组态结果的内部效度。在充分考虑到典型性、丰富性和易得性等资料收集原则的前提下[16]，结合《2020年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0先进制造业集群白皮书》、《2020中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园区》《2020年中国制造企业500强》等行业规划及智库研究报告，本研究最终选定了27家先进制造企业进行分析，样本企业编码及其主要技术领域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企业编码及其领域
	企业编码
	技术领域

	[bookmark: _Hlk70680559]SHQC
	汽车制造、自动驾驶

	BWGT
	钢铁冶炼、物联网、智能供应链

	HRJT
	智能家居、服务制造

	SZXM
	电子产品、智能家居、智能安保

	HXJT
	智能视像、智能家电、安保监控

	ZXTX
	生产程控交换系统、多媒体通讯

	HLJT
	智能仪表、化纤材料

	LXKG
	电子计算机、计算机系统、数据处理

	DJKJ
	智能无人机、智能监控

	ZJJL
	汽车制造、汽车设计、智能出行

	[bookmark: _Hlk70680626]MDJT
	电气制造、智能供应链、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

	HWTZ
	芯片制造、电子产品、计算机系统

	SGJT
	钢铁冶炼、物流—供应链一体化

	ZHGL
	节能家电制造、智能家居

	SHYY
	智能医学设备、医学机器人

	JLZG
	数控车床、钢铁冶炼

	SHDQ
	医疗器械生产、机械设备研发

	TLKG
	新能源汽车电池、城市智能微电网建设

	NLGT
	钢铁冶炼、机械设备研发

	CHJT
	智能家居、物联网、智能视像、安保监控

	BJDZ
	电子设备制造、集成电路、智能视像

	BYDGF
	汽车制造、新能源汽车电池、车联网

	HCKG
	工程机械、大功率发动机

	QSKG
	钢铁冶炼、新能源汽车电池、板材线材

	ZGDZKJ
	电子器件、半导体照明、光伏电池

	HCQC
	汽车制造、新能源汽车研发

	ZWGJ
	高新材料、科技产业园建设


2.3测量模型开发及其赋值标准
本研究按照设计量表、小范围调研、改进量表、发放问卷的流程来展开调研，进而收集相关数据。为保证量表拥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尽量借鉴前人的研究假设与研究成果，尽可能采用已有文献的成熟量表中的题项来设计本量表。在设计量表初期，我们与进行相关行业研究的博士和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进行数次讨论，得到初始量表；中期结合初始量表开展小范围调研；后期依靠调研反馈数据反复改进问卷题项，得出最终量表。
2.3.1 结果变量问卷开发与赋值标准
已有学者从生产运作过程、企业网络特征、外部环境等维度中设计了多种指标来刻画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多维特征，给予了本研究如下启示：一是数字化技术虽然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单纯依赖数字化技术并不能很好地实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企业需要将数字化技术科学应用于各个生产环节中，结合相应数字化技术依赖数据进行智能决策，才能更好地积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优势。二是先进制造企业若不重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就会逐渐失去原有的资源、技术、管理优势，加大企业突破发展瓶颈的难度。因此，先进制造企业也需要积极向数字化转型过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数字化技术推动自身更好地实现产业升级。
本文将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优势（AMDTA）作为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组态模型的结果变量。鉴于研究数据来自27个先进制造企业案例材料，本研究首先将结果变量的锚点设定为0、0.33、0.67和1，其中“1”和“0”代表完全隶属与不隶属、“0.67”和“0.33”等属于交叉点，即偏隶属和偏不隶属[25]。赋值标准如表2所示。
表2 结果变量赋值标准
	构念维度
	变量名称
	赋值依据
	分值

	结果变量
	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优势
	企业拥有完备的数字化转型设备、技术条件，正在实现数字化技术和管理模式、生产流程的有机融合，具备较强市场影响力
	1

	
	
	企业拥有良好的数字化转型设备、技术条件，正处于数字化技术和管理模式、生产流程有机融合的过程之中，市场表现良好
	0.67

	
	
	企业拥有足够的数字化转型设备、技术条件，数字化技术推动了管理模式、生产流程的变革，市场份额增长较快
	0.33

	
	
	企业未能拥有充足的数字化转型设备、技术条件，数字化技术还未推动管理模式、生产流程的变革，市场表现一般
	0


2.3.2条件变量问卷开发与赋值标准
由于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属于模糊构念，本研究在整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数字化技术水平、管理及生产模式和外部环境适应性等不同层面的影响因素作为条件变量，探讨其组合构型对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问卷测度及赋值标准如表3所示。
表3 条件变量赋值标准
	构念维度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赋值标准
	参考依据

	技术维度
	数字技术跃迁
（DTECT）
	从数字技术来源、数字技术性能与数字技术发展潜力等方面进行测度，共九条标准
	满足7条及以上赋值为1；满足4~6条赋值为0.67；满足2~3条赋值为0.33；满足1条及以下赋值为0
	参考文献[14,16]

	
	数字设施构建
（DFC）
	从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互联网及网络安全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测度，共九条标准
	
	参考文献[2,6]

	组织维度
	管理模式变革
（MSC）
	从数字信息畅通度及利用能力、智能化人员素质培养等方面进行测度，共九条标准
	满足7条及以上赋值为1；满足4~6条赋值为0.67；满足2~3条赋值为0.33；满足1条及以下赋值为0
	参考文献[7,26]

	
	[bookmark: _Hlk71824446]生产流程改进
（PPI）
	从工艺智能化程度、物流－供应链智能一体化程度等方面进行测度，共九条标准
	
	参考文献[7,26]

	环境维度
	行业发展水平
（IDI）
	从行业运行概况、载体建设情况、行业发展状况等方面进行测度，共11条标准
	满足9条及以上赋值为1；满足6~8条赋值为0.67；满足3~5条赋值为0.33；满足2条及以下赋值为0
	参考文献[2,6]

	
	企业竞争压力
（CCP）
	从企业合作关系、产品市场认可度、政府支持度等方面进行测度，共11条标准
	
	参考文献[2,10]


2.4数据收集与信度检验
本文选取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作为调研对象，调研工作从2020年10月持续到2021年3月。调研工作按照如下步骤展开：首先，在每个先进制造企业内随机选取三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填写打分表；其次，逐个对比三人不同问卷的打分分值，若出现两人打分相同、一人打分不同的情况，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处理；最后，组织一场研究人员和三名管理人员共同参与的小型会议，针对量表中三人赋分分值各不相同的问卷作讨论，得出此类问卷最终的赋值。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与客观性，本研究结合相关企业小型会议纪要、智库研究报告、企业研发中心申报材料等相关资料，采取交叉验证的方式对打分数据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研究成员、咨询专家、企业人员给出的问卷分值具有较高的一致性，问卷分值也完全符合二手材料内容以及企业实际情况，表明问卷数据的信度较高。
[bookmark: _Hlk77360199]3 实证分析
[bookmark: _Hlk77360222]3.1必要性分析
首先对所有前置条件及其反条件进行必要性分析，判断各个条件在结果变量实现过程中的必要性。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若出现存在单因素一致率高于0.9的情况，则需考虑其可能为必要条件。本研究没有单因素一致率高于0.9的情况出现，说明单个前置条件对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解释能力较弱，不宜作为必要条件讨论，需要进行组态匹配才能影响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文中符号“～”代表前因要素的缺乏状态或者相反状态）
表4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
	前因条件
	一致率
	覆盖率
	前因条件
	一致率
	覆盖率

	DTECT
	0.809 871
	0.979 452
	~DTECT
	0.265 372
	1.000 000

	DFC
	0.788 431
	0.978 905
	~DFC
	0.286 812
	0.987 776

	MSC
	0.712 783
	0.988 222
	~MSC
	0.370 955
	1.000 000

	PPI
	0.729 774
	0.988 493
	~PPI
	0.353 964
	0.993 272

	IDI
	0.783 981
	0.989 280
	~IDI
	0.299 757
	1.000 000

	CCP
	0.813 916
	1.000 000
	~CCP
	0.278 317
	1.000 000


3.2组态分析
本研究采用Ragin等（2008）的方式展示先进制造业组态路径分析结果[23]：用“●”或“●”表示条件变量出现，“”表示变量不出现，空格表示该条件变量无关紧要。大实心圆圈“●”表示“核心条件”，小实心圆圈“●”表示“边缘条件”。表5以四条路径的方式呈现了发达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组态分析的中间解，这四条路径覆盖了70%的总样本。在分析得出发达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四条不同组态路径之后，本文结合相关案例以及实证研究结果，对每组路径的内在含义进行解释。
表5 前因组态分析
	维度
	路径1
	路径2
	路径3
	路径4

	DTECT
	●
	●
	●
	

	DFC
	●
	●
	
	●

	MSC
	●
	
	●
	●

	PPI
	
	●
	●
	●

	IDI
	
	●
	●
	●

	CCP
	●
	●
	●
	

	原始覆盖度
	0.31
	0.49
	0.43
	0.17

	唯一覆盖度
	0.12
	0.10
	0.04
	0.04

	一致率
	1
	0.98
	0.99
	0.97

	结果覆盖度
	0.70

	结果一致性
	0.99


组态路径1：技术－组织主导型（DTECT*DFC*MSC*~PPI*CCP）。此条路径表明，数字技术跃迁和管理模式变革程度高，数字设施建设情况较好，企业竞争压力较小且不对生产流程改进作过多投入的先进制造业，能更快实现数字化转型。其中数字技术跃迁（技术）、管理模式变革（组织）为核心条件，数字设施建设（技术）、生产流程改进（组织）、企业竞争压力（环境）为边缘条件。该组态路径能解释约31%的先进制造业高质量数字化转型的案例，其中12%的案例仅由该路径解释；代表性企业有ZHGL、SHYY等。
组态路径2：技术－组织－环境协同主导型（DTECT*DFC*PPI*IDI*CCP）。此条路径表明，数字技术跃迁程度、生产流程改进度和行业发展水平高，数字设施建设情况较好且企业竞争压力较小的先进制造业，能更快实现数字化转型。其中数字技术跃迁（技术）、生产流程改进（组织）、行业发展水平（环境）为核心条件，数字设施建设（技术）、企业竞争压力（环境）为边缘条件。该组态路径能解释约49%的先进制造业高质量数字化转型的案例，其中10%的案例仅由该路径解释；代表性企业有JLZG、HCKG等。
组态路径3：技术－组织主导环境协同型（DTECT*MSC*PPI*IDI*CCP）。此条路径表明，数字技术跃迁和管理模式变革程度高，生产流程改进状况较好，企业竞争压力较小和行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先进制造业，能更快实现数字化转型。其中数字技术跃迁（技术）、管理模式变革（组织）为核心条件，生产流程改进（组织）、行业发展水平（环境）、企业竞争压力（环境）为边缘条件。该组态路径能解释约43%的先进制造业高质量数字化转型的案例，其中4%的案例仅由该路径解释；代表性企业有SHQC等。
组态路径4：组织－环境主导型（~DTECT*DFC*MSC*PPI*IDI*~CCP）。此条路径表明，管理模式变革程度且行业发展水平高，数字设施建设情况且生产流程改进状况较好，不对技术跃迁做过多投入且企业竞争压力大的先进制造业，能更快实现数字化转型。其中管理模式变革（组织）、行业发展水平（环境）为核心条件，数字技术跃迁（技术）、数字设施建设（技术）、生产流程改进（组织）、企业竞争压力（环境）为边缘条件。该组态路径能解释约17%的先进制造业高质量数字化转型的案例，其中4%的案例仅由该路径解释；代表性企业有BJDZ等。
3.3重叠路径与潜在替代关系分析
本研究发现各条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的前置条件之间可能存在重叠路径和潜在替代关系。为了直观反映各条路径之间的联结情况，本研究结合组态分析数据制作了维恩图以展示模糊集中各条路径的区块以及覆盖度。维恩图如图2所示。路径3原始覆盖度=0.43
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路径1原始覆盖度=0.31
路径1唯一覆盖度=0.12
路径2原始覆盖度=0.49
路径2唯一覆盖度=0.10
路径3唯一覆盖度=0.04
路径4原始覆盖度=0.17
路径4唯一覆盖度=0.04

图2 组态路径联结状况维恩图
本研究重点探析路径1、路径2、路径3之间的重叠路径与要素潜在替代关系，路径4由于原始覆盖度远低于其余三条路径，故不纳入研究范围。根据三条路径原始覆盖度、唯一覆盖度在组态路径联结状况维恩图上的可视化结果可知，三条路径并不是完全孤立的，路径与路径之间存在较强的联结情况。因此，在确定三条路径存在重叠的前提下，本研究尝试探究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三条组态路径之间可能存在的替代关系。
首先，路径1与路径2之间，存在由数字技术跃迁、数字设施构建、企业竞争压力组成的重叠路径；在此前提下，~生产流程改进、管理模式变革和行业发展水平、生产流程改进存在替代关系（如图3所示）。其次，路径2与路径3之间，存在由数字技术跃迁、生产流程改进、行业发展水平、企业竞争压力组成的重叠路径；在此前提下，数字设施构建与管理模式变革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如图4所示）。再次，路径1与路径3之间，存在由数字技术跃迁、管理模式变革、企业竞争压力组成的重叠路径；在此基础上，~生产流程改进、数字设施构建和生产流程改进、行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如图5所示）。最后，结合这三条路径做进一步分析，路径1、路径2、路径3之间，存在由数字技术跃迁、企业竞争压力组成的重叠路径；在此基础上，~生产流程改进、数字设施构建、管理模式变革和生产流程改进、数字设施构建、行业发展水平以及管理模式变革、生产流程改进、行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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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路径1与2之间的重叠路径与替代关系

图4 路径2与3之间的重叠路径与替代关系

图5 路径1与3之间的重叠路径与替代关系

图6 路径1、2、3之间的重叠路径与替代关系


基于27份先进制造企业样本数据，本研究结合TOE理论框架与fsQCA方法，探讨了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路径，并探究了组态路径间的重叠路径以及前置要素潜在替代关系。本文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技术、环境、组织维度中的任意单一前因条件不能单独构成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前因条件需要通过组态匹配才能推动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驱动路径主要有四条，分别是技术－组织主导型（路径1）、技术－组织－环境协同主导型（路径2）、技术－组织主导环境协同型（路径3）以及组织－环境主导型（路径4）。第二，路径1与路径2之间、路径2与路径3之间、路径1与路径3之间存在着重叠路径和潜在替代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路径1、路径2、路径3三条路径之间也存在着重叠路径和潜在替代关系。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管理启示：
（1）从组态路径角度出发，企业管理者应意识到组态路径发展策略在数字化转型策略中的优越性并重视组态协调思维的应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跃迁、管理模式变革虽为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中的核心条件，但某单一前置条件并不能很好地指导先进制造业实现数字化转型。从指导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结果来看，多因素组合驱动型策略明显要优于单因素驱动型策略。因此，先进制造企业管理者应关注技术、组织、环境等因素的组合效用，在明确本企业技术条件、管理能力、环境优势的前提下，高度重视多种条件的协调配合，制定出符合当下企业情境的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
（2）从重叠路径以及替代要素角度出发，企业管理者应该厘清重叠路径与替代要素的关系并在短期内做出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最优决策。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跃迁+企业竞争压力的要素组合最具有普适性；在企业完善此要素组合的前提下，管理者可以结合企业自身特点以及要素替代关系，在每个数字化转型关键节点上做出最优发展决策。当企业想通过技术－组织主导型路径实现自身数字化转型时，企业在完善技术跃迁+企业竞争压力要素组合的前提下，优先构建数字设施或变革管理模式就是关键节点上的最优策略——按照技术－组织主导型路径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同时，还可以根据企业数字化转型状况随时调整发展路径。因此，管理者在数字化转型关键节点上做短期决策时，要充分考虑到重叠路径以及替代要素，在确保决策正确的同时提高决策的容错率。
（3）从影响要素角度出发，企业管理者应注意到各前置条件的特点并结合企业自身条件制定相应的要素长期培养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在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中，数字技术跃迁、管理模式变革多为核心条件；生产流程改进、行业发展水平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并重；数字设施构建、企业竞争压力多为边缘条件。首先，企业管理者应高度重视数字技术跃迁、管理模式变革对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作用；其次，企业管理者需意识到生产流程改进、行业发展水平也是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企业管理者需了解到数字设施构建、企业竞争压力是促进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此，企业管理者需要结合各前置条件特点以及企业自身特点，制定相应的要素培养方案，补足企业前置要素短板的同时缓解单一优势依赖状况，驱动本企业高质量转型升级。
由于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领域成熟量表较少且考虑到典型性、丰富性和易得性等资料收集原则，本研究采用打分表的形式设计问卷，后续可以尝试使用李克特量表的形式设计问卷；另外，本研究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发现不同领域的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存在不同特点，后续可以尝试分析不同领域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的联系与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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